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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语言视角的人类学本体论

朱晓阳

［摘 要］ 本文讨论“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这一人类学本体论的进路。对这一进路的介绍从近年来

有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开始。本文提出金岳霖的常识实在论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人类学有内

在契合，并对金岳霖的核心概念“势”与地势本体视角的关联进行论述。本文还对潘光旦的“位育论”与

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的关联进行讨论。
［关键词］ 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 本体论转向; 势; 位育

［收稿日期］ 2020-08-26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市场所性和城市化的多样道路”

( 16JJD84000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① 参见朱晓阳． 日常语言视角下的社会学“本土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7-22，此处引用与发表原文不完全一

致。
② 谢宇认为，范式本土化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激进、最具感召力，也最强有力的本土化观点，因此也格外值得我们

审视。

本文将在整合最近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1 － 2］内容基础上，对“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这一人类

学本体论做进一步讨论。对这一进路的介绍将从近年来有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开始。应当

说通过谈论本土化之争，能够使读者直接了解这种人类学进路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一进路能够消除

什么问题。笔者近日写过一篇相关短文①，以下是其中部分段落:

最近两年社会学领域仍有人在提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误区”［3 － 8］这个问题。
笔者也在一些著述中，从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视角讨论过此类问题［2，9 － 10］。但最近这场争

论中提到的本土化还牵涉到学术之外的纠葛，例如关涉争夺话语权和中国社会学主体性

问题等等。笔者虽然意识到这些是争论背后会有的立场和价值，但本文主要关注知识论

层面的问题及其消除的路径。
谢宇的文章［3］归纳了三种本土化，其中被当作重点看待的是“范式本土化”。谢文

称:“范式本土化观点的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上的历史性差

别”。例如其中包括费孝通的“九三存稿”［11］在内的，“关系”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学之“社

会理论”。谢文试图说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他认为包括“范式本土化”在内的

“三种本土化的呼吁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谢文引用库恩的“范

式”一词，认为范式本土化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其没有超出广义社会科学( 例如实证社会科

学) 范式②，以及“我认为中国社会学仍属于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而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以

另一个范式为基础的学问”。
实际上本土化是否属于另一种范式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使它是另一种库恩意义

上的范式，也不会妨碍它与谢文所称之广义的社会科学相共度。从当代实在论语言哲学

如戴维森关于概念图式这一观念的论述看，本土化可以被视为另一( 语言) 范式。但是，

即使本土化属于另一范式，并不意味着两种范式之间不能互相翻译。戴维森以彻底解释

很有说服力地讲清楚了两种语言范式之间可以互相翻译和相互理解。当然，这不是本文

追究“反本土化”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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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范式之间( 语言之间) 翻译的问题能够被解决，但述说视角的生活形式

差异或本体他者性却没有被消除。这是范式本土化的意义所在。这也是包括谢文及其对

立的本土化社会学都没有察知的。两方都没有认识到能将这场争论的问题消解的是“地

方语言”述说视角下的本体差异性。例如坚持广义社会科学的谢文会认为，范式本土化，

即以中国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认知等独特性标榜的中国社会学，无论“有多么与众不

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它是社会学”。谢文的“社会学”一词意味着它们都可以

用 sociology 来翻译或理解。没错，这正是彻底解释之意，即两种语言“范式”之间不存在

不可共度性的意思。就此而言，范式本土化支持者确实不能辩护其独特性与谢文之“社

会学”有多么不一样。
但是如何看待范式本土化的语言述说的“视角”、其指向的“生活形式”或“实在”?

这是两方均未意识到的问题。例如本土化派会提出的问题是: “‘难道美国人不讲关系

吗?’‘外国人不谈面子?’而且讲的人都会自问自答:‘都有’”［7］。这正好显露出本土化

学者对于日常语言的“关系”与 connection，personal networks 等等西文中相应的述说之间

虽然存在可互相翻译，但是对不同语言述说视角下的生活形式差异并无察觉。
简言之，本土化社会学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意识到语言述说视角实际上是另一种生活

形式、“语法”或规范性描述。两种范式之间是有本体 /视角差异性存在的。要从这个语

言述说视角说清楚问题，则需要引入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出现的日常语言视角论看

法。这种进 路 是 从 戴 维 森 的 语 言 实 在 论 哲 学，并 结 合 人 类 学 的 视 角 论 等 发 展 起 来

的”［2，10］。
在引入“日常语言视角”之后，我们可以更自觉地将范式本土化与谢文的社会学之间

的差别看作来自各自不同的世界体验和视野( perspectival) 所见。其相应的不同语言述说

是基于本体性的差异。由于述说视角差异的语言也是“身－视角”的一部分，因此语言，特

别是“述说”，是生活形式或实在的一部分。
以上这篇短文中提到“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现在的问题是:“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人类学”

为何? 简言之，它在关于“实在”的看法上与戴维森的实在论语言哲学一致，但也有一些差别。不

同之处在于，这种人类学进路在认可不同语言之间翻译可能性的“彻底解释”前提下，将不同语言

的述说视为差异性的生活形式或“视角”。这里的“生活形式”一词借自维特根斯坦，“视角”则来

自南美人类学视角论①。因此，如以“地势”为例，它作为日常语言，虽然与 topography( 地志学) 或

morphology( 形态学) 之间可被互相翻译，但它是指向一种汉语述说视角下的“实在”或生活形式。

一、“势”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

“地势”或地势本体论是笔者用来讨论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人类学［2］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地

势有关的“势”也是 20 世纪前半期金岳霖的常识实在论［12］199 － 203的核心词。从知识传统而言，地势

本体论与金岳霖的常识实在论有内在契合②。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金岳霖的实在论核心概念“势”
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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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南美人类学视角论，参见朱晓阳． 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 社会学研究，2021( 1) 。此外

还可以参 见 Viveiros de Castro，Eduardo．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Equivocation．
Tipitií: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2004( 1) : 2 － 20。
法国学者余莲对于“势”研究也有启示，但余莲对势的分析，强调势作为策略和兵法。参见余莲． 势: 中国的效

力观． 卓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10。



金岳霖的《论道》是从与当时的语言哲学之间的对话开始的，其进路是结合摩尔和罗

素的实在论和中国的道论，建立以“道”为中坚原则的本体论。金岳霖的论说从对休谟的

因果论批评开始，引入“势”和“理”等概念，试图解决困扰因果论的“例外”的问题。他提

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观点，作为解决方案。金岳霖称:“休谟讨论因果关系，其所以

绕那么一个大圈子者，也因为它碰着势无必至底问题。他承认势无必至，就以为理也没有

固然”［13］201。
当代哲学界一般认为金岳霖对因果论的突破并不成功［14］。但金岳霖主张哲学应从

“常识”开始，并强调从汉语常识中的知识出发来立论，确实有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先见

之明。这种从日常生活的“实在”开始的哲学与当时在英国出现的日常语言哲学遥相呼

应①。金岳霖关于势和理的研究也是其常识哲学的体现。
关于“势”的含义，金岳霖认为，势相当于一种整体性的“变”和“动”的原则。《论道》

中指出:“它是变底原则，动底原则，这川流不息的世界底基本原则”［13］197。金岳霖的

“势”，如用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家斯特劳逊( Peter F． Strawson) 的话说，即为“描述的形而

上学”。斯特劳逊在肯定形而上学意义时说:“( 这些) 并不是专门的最为精炼的思想。它

们是常识 性 的 不 太 精 炼 的 思 想，但 却 是 最 为 复 杂 的 人 类 概 念 思 考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核

心”［15］11。此外，前些年有国内学者用戴维森有关因果关系的分析，检视金岳霖的因果论

解决方案及其贡献，其主张也是建议将金岳霖的因果论解决方案视为有意义的形而上学

问题［16］。但是，金岳霖强调“势”是殊相或“实在”，他认为自己的“实在论底知识论”既不

唯心，也不唯物，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17］13 － 14。就此而言，金岳霖的“势”更与人类学

本体论转向所谈的“本体”或实在之意相契合。
由“势”的含义来看，“地势”与西文“topography”或“morphology”［18］确实有差别。无

论是地志学( topography) 还是形态学( morphology) 都不含汉语之“势”所具有的变和动的

意思。而且在一般的经验论前提下谈论它们时，都是将其置于因果关系论之中。例如莫

斯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形态学研究，将道德、法律和宗教视为物质基础所决定的“功

能”。功能在此就是一种“结果”，是被物理环境( 通过社会环境和技术作为中介) 所决定

的一种结果。但如金岳霖所言“势无必至”，即谈势不需要追究因果关系之种种例外。以

势的整体论来描述，不仅能避免因果关系的例外，而且强调了变和动的一面。因此，“地

势”本体论即是一种整体性的变的原则，而且强调与“地”或与世界有关的变和动②。
需要指出的是，金岳霖并非他那个时代的本土化学者，其问题意识和进路都与当时英国兴起的

日常语言哲学密切相关。虽然金岳霖检视问题的起点是休谟经验论中的因果论怀疑，但他的解决

方案确实是基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中文日常语言。金岳霖的日常哲学将“理”和“势”等视为汉

语述说中的“实在”，这与后来以实证主义为前提，试图贯通中西的本土化社会科学不一样。相比

之下，这些论者多是将中文的人情、面子、关系等视为“地方知识”、特别的象征符号或宇宙观，再以

实证论作为普遍性框架去框定和测量。而当下的中国本土化社会学主张者则试图反实证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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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金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摩尔( G． E． Moore) 是英国实在论日常语言哲学的关键人物。摩尔 1925 年发表《捍

卫常识》( A Defence of Common Sense) 一文后，被同行被称为“常识哲学家”( commonsense philosopher) 。参见

Beaney，Michael．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Gillian Ｒussell and Delia Graff Fara． The Ｒ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Ｒoutledge，2012: 875。金岳霖则在国内有“中国的摩尔”之称，参见刘梁剑．
有“思”有“想”的语言———金岳霖的语言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哲学动态，2018( 4) 。
以上段落可见朱晓阳． 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 社会学研究，2021 ( 1) ，但与发表原文不完全

一致。



科学的路而行之，结果是走向一种“无理的”文化相对主义①。
如前所述，金岳霖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实际上触到了后来约翰·麦克道威尔在《心与世界》一

书中所称之自然( 因果) 逻辑空间和理由逻辑空间存在疆界预设，也即两种规范性描述之间不能互

相还原的问题。金岳霖的建议是以“势无必至，理有固然”来解决因果关系疑难。在笔者看来，金

岳霖的缺陷是没有意识到他所批评的休谟因果论是依据自然逻辑空间的“语法”推论其“例外”问

题。而金岳霖的“势无必至”则属于另一种规范性描述，“势”甚至是另一种述说“视角”下的世界。
对于“势”的世界应有另一种“语法”，属于另一种“生活形式”。金岳霖对这一重疆界，即互相不能

校准的“世界”没有自觉。因此如中国学者陈波会认为金岳霖对休谟因果论的批评是无效的［14］。
因为休谟的因果论在其经验论框架下并不包含金岳霖所说的自相矛盾，也不需要接受金岳霖式的

解决②。如果金岳霖能从后期维特根斯坦、斯特劳逊，甚至戴维森的变异一元论来检视自己的“势”
和“理”等概念，将会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番推进③。但我们不能以穿越时间的方式苛求金岳霖。《哲

学研究》是在维特根斯坦去世后的 1950 年代才出版，斯特劳逊也是在此时才提出描述形而上学意

义。而那时的金岳霖估计没有机会看到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同行的新进展。
如果以上述有关金岳霖的“势”的理论讨论回应本文开始提到的社会学本土化之争，可以说本

土化派与其对手一样，其辩护之无力也在于没有搞清楚语言述说视角实际上是另一种生活形式、语
法或规范性描述。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两种范式之间的差异是有本体 /视角差异性的。其情

状与 20 世纪 40 年代金岳霖的休谟问题解决方案一样。但金岳霖的探索已经超出当时代的本土化

学者的眼界和成就。例如吴文藻等对于语言述说与生活形式之本体性差异并无自觉，其主张的本

土化仍然是用实证的功能主义来研究中国。
如果追随金岳霖及其当时和后来的日常语言哲学思路，从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出发，面临的问

题将不是本土化是否有意义，也不是讨论本土化是否属于广义的社会科学范式等等④。重要的问

题是，如何从日常语言视角，做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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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关“无理的”文化相对主义，笔者在别处有如下评述: 其一，将本土概念当作中层变量，如“关系”“人情”或

“气”等。对这些中层概念的解释则是在西方社会学的说明 /解释框架之下。其二，坚持本土知识类型和概念

的融贯性，例如对天下观的解释。第一种进路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本土心理学倡导以来的继续，基本上将本土

概念当作实证社会学框架下的“本地经验材料”证实。第二种进路隐含的前提是，本土理论及知识话语与西方

社会科学的知识话语间存在可翻译性，但没有人从知识论上做出回应。无论坚持两种进路中的哪一种似乎都

面临着困难。第一种困难可概括为，如何使社会学能够“与古人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 如何使舶来的社会科

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相接轨? 这已成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要处理的主要问题。第二种困难可概

括为“无理”的文化相对主义，称其“无理”是因为它对于本土知识和概念的可翻译性不做回应。笔者以为这是

默认不同文化范式或语言之间互译不成问题。参见朱晓阳《小村故事: 地志与家园( 2003—2009) 》(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1 年) 一书的导言部分。
岭南大学郑宇健教授认为，有关金岳霖的“势无必至”，若放在休谟论因果的这个西哲有定论的框架中看，且尽

量 charitably( 从施惠原则角度) 结合其所谓既“整体”又“殊相”的变之原则，最佳诠释恐怕是: 系统中局部变异

在相对恒常稳定机制下的 net outcome，即它不等于 chancy variation 本身，但又是同时预设着系统规律( “固然之

理”也) 和无常例外( “无必至”也) 的具体当下之果、之有形呈现。在金岳霖当时，西哲对休谟 constant conjunc-
tion 之解也与当今有深度上的距离。其中一个重要节点，是 20 世纪 70 年代 J． Mackie 著名的 INUS 条件。这

一论述摘自笔者与郑宇健关于本文的交谈札记。
例如有国内学者从戴维森因果关系的分析出发，建议将金岳霖的因果论解决方案当作有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

看待。参见翁正石． 金岳霖有关因果关系的检讨． 哲学研究，2005( 增刊) : 71 － 75。
最近在看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2020 年《人类学导论》课程的学生期末作业时，看到一位同学这样评论本土化: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伪命题的呼声恰恰来源于我们难以摆脱自己的日常语言视角，因而认为实质上

我们运用西方的范式视角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具有本土特征的，不需要去刻意创造自己的范式”。



例如，如何以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和金岳霖的日常实在论的核心概念“势”及其论说去建构社

会政治理论? 在这方面，笔者近些年已有一些讨论，现转述相关的论说如下①:

首先，以“势”为社会政治理论概念，能够克服实证社会科学持有的因果决定论前提

带来的疑难。如金岳霖所称，“势无必至”能解决因果关系所不能解决的“例外”的问题。
他认为，“势”与因果关系一样，属于殊相，但“势”作为变的原则，不需要追溯原因( 不存在

第一推动因) ，“势”无开始。“势”很好地解释了因果关系的“例外”状态。金岳霖称“势

无必至”，在另一端是“理有固然”。“势”既然是殊相，应当是具体的和可观察的②。简言

之，势相当于一种整体论，含括了不能穷尽的因果关系之“例外”，但又是“势无必至”———
无法一一列举的。

其次，“势”处在传统社会科学的“结构－能动性”二项对立之外;“势”也蕴涵了“结构

化”和实践理论等所欲开出的局面。由于“势”是汉语述说视角的语词，因此能够较好地

使日常生活的实在与理论概念相互“融贯”。
在传统社会科学里，“结构－能动性”是一个延续百年之久的争论。真正获得实质性

进展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吉登斯、布迪厄和萨林斯等的实践理论发展出来以

后，问题似乎获得了解决。但新功能主义、卢曼的系统论、后社会史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

络理论又使“结构－能动性”问题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浮现。这些理论新视野与人的生活世

界感受之间更融贯。此外，在实践理论出现之前就形成的福柯权力话语学说［19］也突破了

谈权力必论“主体”的传统藩篱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势”与福柯的“权力”和卢曼的“沟通媒介”等有相似性。其相似

性在于它们都不再将“行动者”或“主体”视为社会学的必要因素。但是，“势”与福柯的

“权力”［20］和卢曼的“系统”［21］有不同之处，差别在于它与中国日常语言中的“势”有深刻

联系。例如在汉语语境下，政治性的“势”或“势力”不仅仅包括与对“身”的控制有关的

“关系”( 福柯) ④，或可以被归结为环境的“系统”( 卢曼) ⑤。“势”还包括与个人 /集体相

互进入的“地势”“局势”等环境或物质性的因素。势也与“时势”这一具有时间向度的因

素相关。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被按照系统 /结构－行动者这样一种范畴及分类来表征。
它们来自另一种生活形式或活动，在这种生活形式下会有“形势－人”和“势－力”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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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以下来自朱晓阳: 再思农民与国家，未刊稿。
参见金岳霖． 论道．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199 － 203。此外，法国学者余莲对于“势”做过深入细致研究。他也

从中国人生活的关键象征和日常用语开始，即从“势”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一种“既非机械论( 决定论) ，也非

目的论的看法”。于莲称:“中国人通过客观运作之中的趋势，便能见到眼不可见的事物，这是为何中国人不需

要一个变成‘肉身’的媒介，也不需要‘形而上学的公设’。”但余莲并不将势当作本体或实在。这是他与金岳霖

和笔者所持的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的根本区别。参见余莲． 势: 中国的效力观． 卓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10。
福柯自称兴趣不在于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在于统治的机制。福柯的“权力”是所谓“关系”，是一种具体的

“控制关系”。参见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Ｒobert Hurley ( trans． ) ．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8: 80 － 84。
从福柯的视角，将权力视为“势力关系”意味着将它看成一种斗争、冲突和战争。而这可以归结为权力－压抑

说。这不是福柯的权力学说所关心的。福柯更关心的是权力的技术、权力作为一种生产真理的关系的意义。
参见福柯． 两个讲座∥福柯访谈录: 权力的眼睛． 严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25。
卢曼认为应当将权力看作政治系统中的沟通符码。权力以有权 /无权来使政治系统这个创生系统运作。权力

既不是结构也不是主体。参见尼古拉斯·卢曼． 权力． 瞿铁鹏，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在卢曼看来，人和社会都是系统，都是环境。例如卢曼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社会与人互为环境”。



如可以用“势力”来将国家看作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一个“关键因素”①。这个因素既是系

统或结构又是行动者; 既是环境又是人力; 既是自然又是文化; 既是“势”又是人。用中国

式的政治学词语来谈论，国家或类似的东西可以被称为“势力”②。

二、“位育”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

与“势”和“地势”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位育”。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近年在国内社会学

中有较多讨论［22］。但多数论者关注这个概念是从孔门社会思想的角度去理解。本文所要做的不

一样，首先将这个概念放在当今的演化人类学背景下进行检视，然后从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进路讨

论其意义。本文特别关注“位育”在社会理论建构方面的意义。
“位育”与本文的“势”，特别是“地势”等概念有内在关联。其关联与潘光旦对“位育”的解释

有关，也与费孝通对“位育”所做的补充有关。
潘光旦取《中庸》之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来翻译演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 adaptation

和 social adjustment。他认为翻译成“顺应”或适应环境都太过被动，而应以“位育”来解较准确。
“位育”的核心是“安所遂生”。潘光旦说，“西文 social adjustment 为‘社会位育’，在《中庸》中‘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安所遂生，适与生物学家研究生态

学后所得之综合观念相吻合无间”［23］。
虽然潘光旦的“位育”是从孔门社会哲学中选择出来的概念，但是与上述金岳霖的“势”论相

似，其从一开始就是在试图与当时西方社会思想流派对话。演化论框架下的社会生物学是潘光旦

用来讨论“位育”的一个主要背景。潘光旦指出:

“演化理论里一大堆概念中唯一没有演成一个社会思想的支派的似乎只有‘调适’或

‘位育’概念，可能是因为它比较的最富有综合性，最有‘汇’的意味; 大凡讲调适就不得不

讲关系，每个物体本身内部的关系，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物体与所处境地的关系，都得

讲求到家，因此就不容易分而成派，不特不容易从有机的层级分出来，抑且不容易和无机

及超有机的各层级完全绝缘，独行其是”［24］314。
由这段论说可见，潘光旦的 adaptation( 调适) 有联系无机、有机及超有机世界，并使它们相互

“汇”通的意味。在这重眼光下，调适或位育似乎与当代的人类学栖居视角的“示能”之意较接近。
但这是潘光旦在 1940 年代末期的观点。在其早期用“位育”去解释 adaptation 时，潘光旦还没有这

样的自觉。
潘光旦开初采用“位育”概念的目的是试图将 20 世纪初的社会生物学与儒家思想相勾连。他

关于“位育”的预设是孔门的物不齐论，即“人类之生而各异，孔门既已承认之，故其第二步设法在

个人方面，则使人人各得发育之宜; 在社会方面，则使人与人之间，不因差异而相害，而因差异而相

成”。他将因人制宜和社会差分 ( 与 social differentiation 对译) 视为同一事物的两面，并称为社会

位育。
但当时社会生物学的 adaptation 和 social adjustment 是以自然与文化二分为前提的，主张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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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样说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决定因素。此外，对于国家的谱系学和人类学研究在本文所涉内容的意义上十分必

要。在未及开展这些研究之前，我想提出几点见解。首先中国的国家作为“势力”是近当代的产物; 它具有来

自苏俄列宁主义的根源，同时又结合了“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实践。其次不可以将它还原作“会党”或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某一原型，或如殷海光所指之“问题”等。应当将它当作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或者用本文的主

张“势力”来看待。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法术势”三者是政治的基本要义。我们这里的“势力”与韩非子的“势”有家族相似性。韩

非子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难势》) 。



本性由其生物性决定或“自然决定说”。潘光旦看到了孔门的物不齐论与这种社会生物学的 indi-
vidual variation① 预设相契合。但是 20 世纪初的自然决定论遭遇到同样是坚持自然和文化二分

前提的波亚斯式文化决定论的碾压。此后几十年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这种自然决定论基本没

有市场，与其相关的优生学更因为与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种族主义有关而臭名昭著。直到最

近三十年，随着关系性演化论出现，演化人类学开出新的局面，社会生物学再度成为人类学中的

显学②。关系性演化人类学主张用整合性的人类生境建构来讨论人类演化，而不再认可传统社

会生物学强调的遗传因素决定论。人类生境是人作为物种赖以存在的结构性、时间性和社会性

情景( context) ，它包括有机体所经历和再结构的空间、结构、气候、滋养物和其他物质的、社会的

因素。当下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的栖居视角与关系性演化人类学非常契合③。例如英戈尔德

( Tim Ingold) 用栖居、生境、技能( skill) 和示能( affordance) 等概念重新考量人与环境的关系［25］。
在这种当代关系性演化人类学和生态 /环境人类学前提条件下，潘光旦的“位育”值得从人类学

本体论视角重新检视。
潘光旦的“位育”关于“人类之生而各异”，如从关系性演化人类学角度理解，可以被视为人与

其所经历和再结构的空间、结构、气候、滋养物和其他物质的、社会的因素相互关系的结果。从这种

人类学的角度，人与“生境”/处境之间应当是栖居性或关系性的，而非如传统社会生物学或早期演

化人类学所设想的那种被动适应。就这一点而言，当代的关系性演化人类学和本体论的预设与潘

光旦的“位育”相契合。
当代社会学中更有人结合生物学研究，将“人格”“幸福感”或“受教育程度”等视为非遗传性

基因或遗传基因与社会互动影响作用的结果④。这种强调基因和社会环境结合的进路则更与潘光

旦的位育观念有着“家族相似性”。
潘光旦的“位育”，一方面值得放在当代演化论人类学的关系性进路下或者社会生物学基因－互

动影响视角下进行检视; 另一方面更值得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进路做讨论。应当指出，潘光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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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潘光旦译为“个体变异”。
人类学历史上有名的米德与弗里曼的两种萨摩亚真实之争也能折射出文化人类学与生物取向人类学的消

长。弗里曼代表的并非是 20 世纪初的演化论和社会生物学，而是融进了 1980 年代初现潮头的新型社会生

物学和演化论。弗里曼对米德的质疑虽然不能动摇米德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他在书中提到的

新演化人类学的特点值得在此提出。“一个新的科学范式正在浮现。这一范式可以在一个演化的框架中考

察文化，并对遗传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都加以考虑，对这两者在人类行为和演化中的这些基本方面所发挥的

关键重要作用，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参见弗里曼． 米德与萨摩亚．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261。
秉持关系性演化论( relational evolutionary thinking) 的当代人类学认为生境是物种赖以存在的结构性、时间性

和社会性情景( context) 。它包括有机体所经历和再结构的空间、结构、气候、滋养物和其他物质的、社会的因

素。有机体在经历和再结构这些因素时，与其分享同一环境的竞争者、合作者和其他活动者也在场。人类生

境建构则发生在空间和社会范围，其包括社会合作者、感知情景、人类个体和社区生态，其中也有很多与人类

在同一环境中的其他生物。当代演化论人类学主张用整合性的人类生境建构来讨论人类演化。这种路径试

图将物质与认知和行为与形态学( morphological) 统合起来。参见 Agustin Fuentes． Integrative Anthropology and
the Human Niche: Toward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uman Evolu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15 ( 2 ) : 302
－ 315。

参见国光: 基因组研究的进展与社会科学，北大社会学系午间报告会，2019 年 9 月 16 日。国光等在社会学和基

因组学的交叉领域，将基因组学和表观基因组学的进步纳入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如社会分层和健康不平等

等。他们利用过去 25 年中基因组学的诸多研究进展，质疑主流社会学中普遍存在的假设: 个体出生时大致相

同( 处于“空白状态”) ，观察到的个体差异完全归因于环境影响。可见胡雯，张浩，李毅，刘世定，国光． 分子

遗传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2012( 5) 。此外丁雪洁的《遗传学信息对社会学的影响: 机遇与

挑战》一文，介绍了国外代表的这种方向的几篇论文，其中也包括国光等的论文。参见“定量群学”公众号，ht-
tps:∥www． sohu． com /a /152361541_652510。



“位育”概念以及费孝通对“位育”的发挥，及其所用的“处境”概念与本文以上所讨论的“地势”非

常相关［26］301。
首先，潘光旦的“位育”概念与西文的 adaptation 和 social adjustment 之间不能互相完全校准，或

并非“吻合无间”。仔细阅读会发现，有关 adaptation 和 adjustment 是在西方自然科学( 生物学) 传

统下的说明性( explanative) 论说①。实际上，前述栖居视角之“栖居”与“位育”之间也存在述说“视

角”差异。例如英戈尔德的“栖居”是一个说明性的概念②，与海德格尔的“栖居”概念［27 － 28］有重大

差别。其中一个差别是，没有海德格尔的“栖居 /筑造”概念的伦理和价值面向。而且英戈尔德的

“栖居”意在强调人与有机体之间的连续。在此谈“栖居视角”也不以语言为前提③。因此英戈尔

德的“栖居”视角下的“技能”也是“无言”的文化，是人与有机体无区别的活动。“栖居”视角对人

的语言述说及与之相应的生活形式这个面向也没有关注④。
而如从潘光旦对《中庸》相关内容的发挥和解释来看，“位育”是一种有伦理价值取向( 如“中

和”) 或孔门的物不齐论、社会差分论或人伦本体等的论说，也是汉语述说“视角”( perspective) 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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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实证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说明”( explanation) 一般指用平实、清楚、无装饰或价值意涵的语言描述对象。直接了

解这些西文词意如何被“说明”( explanation) 的一个途径是通过维基百科。例如，“adaptation: In biology，adapta-
tion has three related meanings． Firstly，it is the dynamic evolutionary process that fits organisms to their environment，
enhancing their evolutionary fitness． Secondly，it is a state reached by the population during that process． Thirdly，it is
a phenotypic trait or adaptive trait，with a functional role in each individual organism，that is maintained and has e-
volv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英戈尔德的栖居视野将有机体－个人( person) 在环境或生活世界中的沉浸视为存在的不可逃却的条件。从这

一视角看，环境以其示能( affordance) 持续地进入能动者的活动之中，并与能动者相互渗透、相互形塑持续地进

入其居民的周遭，它的许多构成通过他们统合进生命活动的规则性模式而具有意义。参见 Ingold，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 New York: Ｒoutledge，2003: 157 － 171。
从海德格尔 1950—1970 年代的一系列关于栖居和语言的文章看，他所说的“诗意地栖居”是一种以语言( 特别

是方言) 为家的状态。我们可以认为他将语言( 特别是方言) 看作栖居的实质。海德格尔在数篇文章中对 18—
19 世纪的德国诗人黑贝尔的方言诗歌做过深入讨论。见海德格尔:“J． P． 黑贝尓的语言”“黑贝尓———乡愁之

魂”和“语言与家乡”( 海德格尔． 思的经验． 陈春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108 － 110，115 － 134，140 －
170) 。此外，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也是关于语言与栖居的重要文本，参见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

言的途中( 修订译本) ．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英戈尔德的栖居进路虽然借用海德格尔的栖居概念，但与后者的论说有很大差异。例如英戈尔德( 1) 将栖居

与筑造视为有本质区分; ( 2) 栖居是说明性的概念，无海德格尔的栖居 /筑造的伦理和价值; ( 3) 不局限于人 /语
言，亦不从语言出发。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栖居”的出发点和基础都是语言。海德格尔说: “假如我们留心语

言的特有本质的话，关于一物( thing) 的本质的呼声就会从语言而来走向我们。”参见海德格尔． 筑·居·思∥海

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 孙周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53。海德格尔基于语言述说指出:

“栖居，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 始终处于自由( das Frye) 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

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筑造原始地意味着栖居。在筑造一词还源始地言说之处，它同时也道出栖居的

本质所及的范围。”“如果我们倾听到语言在筑造一词中所道说的东西，我们就能觉知如下三点。( 1) 筑造乃是

真正的栖居; ( 2) 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 ( 3) 作为栖居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的筑

造与建立建筑物的筑造。我们栖居，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筑造了; 相反地，我们筑造并且已经筑造了，是因为

我们栖居，也即作为栖居者而存在。”英戈尔德的“栖居”论，更多吸收了詹姆斯·吉布森( James Gibson) 的生态

心理学( ecological psychology) 的成果。参见 Ingold，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New York: Ｒoutledge，2003: 157 － 171。栖居视角在作为社会政治理论概念使用方面还有其

他缺失。例如没有对于利益或其他政治性表征的关怀。因此栖居视角有必要与政治－经济视角结合，与或其

他社会科学视角结合。此外栖居视角缺乏“中介”。当然 Keane 的 affordance 进路下，对符号意识形态和符号模

式的强调( 包括心理、社会互动和社会历史三方面中介) ，对于探讨伦理生活与现实 /历史环境间关系更接近民

族志情景。



动或生活形式。
例如，潘光旦的位育论说以物不齐论为起点，因此提出在个人层面要因人制宜; 其社会应用则

为社会差分，而社会差分的实用目的为社会秩序; 最后得出“维持和守护社会秩序之物为礼”。表

面上看，潘光旦将孔门社会哲学与当时社会生物学的关键词，如 individual variation，social differenti-
ation，social adjustment 等做了对翻，实际上其述说视角指向是“中和”。他引用荀子的“以群则和，

以独则足”来解释“社会位育”［29］22。
又例如，潘光旦称，“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它

的目的自然不能外是。我们更不妨进一步地说，教育的惟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

‘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30］430。简言之，潘光旦的“安所遂

生”和“位育”是生命的终极欲求。
潘光旦还将“安所遂生”用于讨论包括教育和民族复兴等问题。他认为“安所遂生”是教育的

目标:“中国的教育早应该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的安

所遂生做目的的”［30］432。潘光旦在将“位育”，特别是其中“安其所、遂其生”的解释用于讨论民族

复兴时指出，“我以为民族复兴的中心问题是，在扰攘的 20 世纪的国际环境之内，在二三千年来闭

关文化的惰性的拖累之下，我们的民族怎样寻得一个‘位育’之道。约言之，民族复兴的中心问题

是民族位育”［29］27。潘光旦的民族位育的核心仍然是“中和”。
在潘光旦那里，“安所遂生”和“位育”是一个关乎个人生命理想、教育目标和民族复兴的大

理想，其指向是一种人伦本体的生活形式或活动。这种本体差异的实在绝非当时的社会生物学

的“科学说明”框架所能容。即使是潘光旦自认为与“位育”没有分别的功能论的指涉也与其有

差异。
有关“位育”与功能论的关系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费孝通对“位育”的解释和潘光旦为费孝通

的《生育制度》作序所写的“派与汇”［24］。
先看费孝通如何发挥“位育”概念的。费孝通指出，“( 位育) 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

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26］301。此外，费孝通还谈

到以“处境”替代“环境”。
费孝通对“位育”的解释是将其视为功能主义的概念。这倒是合于潘光旦《派与汇》一文中关

于“位育”与功能论“没有分别”的看法。但实际上潘光旦的“安所遂生”作为述说视角指向的人伦

本体与 functionalism( 功能论) 是有差异的①。费孝通在解说“位育”时，主张以“处境”替代“环境”，

则非常有意义。他说:“但是我嫌环境一词太偏重地理性的人生舞台，地理的变动固然常常引起新

的位育方式，新的文化; 但是在中国近百年来，地理变动的要素并不重要。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重

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

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面。处境一词似乎可以包括这意思”②。
费孝通以“处境”来讨论“位育”，在“位育”与环境对应关系( 此种对应与莫斯的形态学相似)

外，更多了一层技术要素的中介，这是朝前迈了一步，也更接近当代关系性演化人类学和栖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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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功能论的因果决定论背景、功能论的实证科学说明性等。
潘光旦指出，“说( 调适) 这个头绪是近代的，乃是因为它的发展之功，属于近代演化论者为多，其实位育一概念

的由来很远，其在中国，并且一向是人文思想的一部分，所谓‘中和位育’者，是惟有经由中和的过程，才能到达

位育的归宿”。参见潘光旦． 派与汇———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潘乃谷，潘乃和，选编． 潘光旦选

集: 第三集．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338。



的“生境”之意①。此外，以“处境”一词代替环境，还具有汉语述说视角的“本体论”意义。当然，费

孝通并没有将“技术的要素”贯彻到例如《乡土重建》中关于乡绅所生活的农耕处境中去讨论地主

的位育②。
在理解“位育”与 adaptation 或 social adjustment 之间虽然可以互译但却指向述说视角差异的生

活形式之后，我们可以将“位育”与上述的“势”置于同列，也视之为社会政治理论构建的一个关

键词。
潘光旦以“位育”为基本概念，在构建社会理论方面已经作了尝试。他在《派与汇》一文中提出

一个名为“新人文思想”的构想。潘光旦认为新人文思想有五种头绪: 其一是“中和”作为与古希腊

相通的古人文思想; 其二是基于演化论的“位育”作为中和思想的近代归宿; 其三，社会文化功能学

派( 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 是当时的社会科学与“位育”的汇聚; 其四，潘光旦还认为 19 世纪末在

美国出现的实用主义( 称为实验论与工具论) 与中国古人文思想相契合，即两者都讲求效用和“工

具”而不追究逻各斯意义上的“真”; 最后一个头绪是源于实用主义的“人的科学”，例如完形心理学

等。在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中，中和位育则是“汇”聚多种头绪的概念。
从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所列举的五种头绪观之，它们都或多或少是当代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

主义二分的实践理论，超越文化和自然二分的人类学，特别是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思想来源。具体

言之，本文以上谈到的日常语言实在论与实用主义哲学有关，莫斯等的社会形态学与社会文化功能

学派有关，栖居视角的示能( affordance) 则与格式塔心理学有关。至于“位育”与当今演化论人类学

的直接关系以前已经被详细讨论过。而古人文思想( 例如“势”和“位育”等概念) 与日常语言视角

实在论的直接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是有前瞻性的社会理论构想。他对位育概念的“汇”聚力量之认识是

来自其常识眼光和对中国日常生活哲理与社会生物学之间关联的洞察。但是他的“位育”概念在

当时仍然不能将其提出的各种头绪相互融汇。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实证科学( 包括社会学) 和

人文学之间仍然被诸如事实与价值二分、自然逻辑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二分等预设所局限。更重

要的缺憾是，潘光旦对于其“位育”的语言述说视角与一般社会科学概念的“视角”之间的本体差异

并无自觉。在这方面，潘光旦与金岳霖的状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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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费孝通晚年( 2000 年) 写的《补课札记》中，用芝加哥学派派克( Park) 的人文生态学( 旧译区位学) 来解潘光

旦的中和位育。他指出，“( 潘光旦) 他在 70 年前已经用中国语言表达了派克老师用拉丁语根拼出来的英文字

来表示的人文区位学，潘光旦老师用了我们两千年前老前辈孔孟的经典上的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至少是相通

的意义。我们中国文化里的老话就是潘老师所提出来的‘位育论’三个字。”参见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 第十五

卷) ． 北京: 群言出版社，2001: 233 － 234。
在梳理潘光旦和费孝通的论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演化人类学背景和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位育”或可解为:

在特定处境 /生境 /地势中的生活合宜或“安所遂生”。而就构建社会政治理论而言，位育不仅包含适应处境的

“技能”( 政治位育) ，而从合宜着眼，位育更具有伦理的维度，同时也是本体实在维度，例如“社会差分”或人伦

关系。此处的“合宜”既有适应的意思，也有与西文 Decent 相近的意思，即“正派的”“得体的”和“适当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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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inary Language Perspectival Ｒealism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Ontology

ZHU Xiaoy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the ordinary language perspectival realism”as an anthropological ontology． The introduc-
tion of this approach started with the rec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Jin Yuelin's common-sense realism and ordinary languag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have an internal correspondence，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 Yuelin's core concept“potential”( shi，势)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hi ontology．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n Guangdan's“位育论”( theory on adaptation) and the ordinary lan-
guage perspectival realism．
Keywords Ordinary language perspectival realism; Ontological turn; Potenti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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